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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寫本與印本之間的方書

—宋代《千金方》的書籍史

陳昊 *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本文以現存《千金方》早期傳本與出土文獻中的《千金方》印本殘葉爲基本材料，嘗試觀

察作爲書籍的《千金方》在這個時代的歷史，並期待能以之爲例，揭示出醫學知識及其物質

載體在此時代的多樣圖景。書籍及其刊刻在宋代醫學變化的敍述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中介位

置，它連接其了北宋前期宮廷對醫學的重視與之後的士人習醫風氣，也被認爲是推動醫學知識

群體身份變化的動力之一。本文試圖以《千金方》爲例展示如何在一種更爲複雜的敍述中重新

思考校正醫書局、刊印書籍與同時代寫本在當時知識地圖内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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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毀譽參半”的宋代校正醫書局

 宋代被看作中國醫學史中重要的變化時期，

對於此時期醫學變化的敍述中，要點有二，一是

醫學群體身份的變革，二是醫學知識的傳遞形

式及其權威的變化，也就是所謂“醫書”的變

化。後者最重要的史實依據就是校正醫書局，

近來的研究亦對此有所關注，比如郭志松（Asaf 

Goldschmidt）先生將北宋前四朝看作 11 世紀醫學

變革的關鍵，也就是到宋仁宗朝，醫學知識發生

了關鍵的變化。這一判斷的依據，顯然也與校正

醫書局在宋仁宗朝的建立有密切的關係 1。

《玉海》卷六三“天聖校定《內經》、《素

問》”條記：“（天聖四年<1026>）十一月十二日，

命集賢院校理晁宗愨、王舉正校正《黃帝內經素

問》、《難經》、巢氏《病源候論》。五年四月乙未，

命國子監摹印刊行。”2 之後又記，宋仁宗嘉祐年

間（1056-1063），韓琦上言，認爲重要的醫學書

籍“《靈樞》、《太素》、《甲乙經》、《廣濟經》、

《千金》、《外台秘要方》之類多訛舛，《本草》

編載尚有所亡”，要求重新校勘修正。同年八月，

仁宗下詔在編修院內專設“校正醫書局”。此活動

對醫學傳佈的影響，宋人陳振孫就有表彰，《直

齋書錄解題》言：“大凡醫書之行於世，皆仁廟朝

所校定也。”3 現代學者也承襲其說，《中國科學

技術史 ․ 醫學卷》言：“在手抄本轉爲版刻的歷

史關鍵時刻，北宋政府利用國家的力量，將許多

重要的中醫典籍刊爲定本，這在中醫發展史上是

有歷程碑意義的。”4 此評價中包含了幾個基本的

因素，一是此時間是寫本向印本過渡的關鍵時期，

由於書籍製作技術的進步產生了醫學書籍的“定

本”；二，此定本的建立是通過國家力量收集醫學

書籍，並由儒臣的校勘完成的。印刷術對醫籍的

影響，在民國時已爲學者注意：“中國經籍之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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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至宋始多，蓋鋟板之術盛於是時使然。然醫

家之書，經宋人搜輯傳世者，醫經類甚少，同一

經方也，本草類亦甚少，而方書獨多。”5 田曉菲

嘗言：“北宋的學者、編者、校勘者，繼承了唐

代手抄本文化巨大、分散、混亂的遺產。也許，

正因爲印刷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人們有史以來

第一次對手抄本之間的差異產生了強烈的關懷。

這告訴我們，物質文化和技術的發展會反過來影

響人們感受認識世界的方式。”6 

但如果回到宋人對此變化的敘述語境之中，

他們顯然並不認爲醫籍中“文注分錯”的局面是

因爲手抄本向印本轉化的過程造成的，他們對此

有自己的理解方式。高保衡和林億（或爲“憶”）

在其校正《素問》的序言中解釋：“惜乎唐令列

之醫學，付之執技之流，而薦紳先生罕言之，去

聖已遠，其術晻昧，是以文注紛錯，義理混淆。

殊不知三墳之餘，帝王之高致，聖賢之能事。……

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傳之以至下至淺之人，其

不廢絕，爲已幸矣。”7 醫術已不是“伎術”之流，

那其經典的解釋權自然其也不應該歸於“執技之

流”而應歸於儒者。這樣一種敍述的話語，恰好

揭示了時人敍述與現代學術觀察之間的差異，並

非是由寫本繁多並向印本轉化而造成了紛雜的狀

況，而是由於醫學知識掌握在不恰當的人手中。

在此敍述背後有著重要的潛臺詞，即，開創治世

需要回到古代聖王與他們的臣子的狀態，由他們

治理國家同時也掌握著各項與民生相關的知識與

技術。

但這種學術態度及其成果，在另一些學者的

眼中卻背離了書籍的“原貌”與作者的“本意”。

宋人莊綽在《雞肋篇》中稱：“孫真人《備急千

金方》‘大醫精誠’篇云：‘自古名賢治病，多

用生命以濟危急，雖曰賤畜貴人，至於愛命，人

畜一也。損彼益己，物情同患。夫殺生求生，去

生更遠。……’而《新校正》治婦人妊娠諸方，

皆用烏雞之類，割頸取血以煎藥，乃高保衡、孫

奇、林億以《崔氏纂要》等方所增加，不特失真

人之用心，又慮後世疑不用生命以爲虛語。”8 其

中已以爲《新校正》失去孫思邈之真意。現代中

醫文獻學的研究者也對其校勘的方式頗有微詞，

黃龍祥先生曾激烈的批評宋代校改醫書的弊端：

“其實，宋人這種輕易改書的弊端在醫書的整理

上也表現得十分突出，由於未經宋人整理的古醫

書極少流傳下來，故人們對於宋人私改醫書的作

法以及這種做法給古醫籍所造成的危害都缺乏足

夠的認識，以致于在古醫籍的研究中遇到許多困

惑而不得其解，甚至出現許多失誤而不自知。” 
9 黃先生批評有一個重要依據，即現存在日本靜嘉

堂的黃丕烈舊藏《孫真人千金方》與宋臣校正本

的不同之處，說明宋人對孫思邈“原書”進行了

大量的改動。

以醫學書籍的文獻學意義作爲價值判斷爭論

之基礎，實際並無助於理解醫學書籍在過去某個

時期流傳的實態，也難以釐清印刷技術與醫學書

籍流傳、醫學知識之間的互動關係。直到最近，

范家偉先生才系統清理了校正醫書局的相關史

事，提供了一個更爲切近的歷史圖景 10。同時，

對於宋代校正醫書所造成的社會後果，無論是稱

頌者，還是批評者，其隱含的預設，都是認爲印

刷技術完全改變了這個時期醫學以及其他知識的

面貌，這一論點近來也遭遇質疑 11。本文以現存

《千金方》早期傳本與出土文獻中的《千金方》

印本殘葉爲基本材料，嘗試觀察作爲書籍的《千

金方》在這個時代的歷史，並期待能以之爲例，

揭示出醫學知識及其物質載體在此時代的多樣圖

景。

二、�國家刊印書籍與醫學知識的傳遞—

以宋校正醫書局刊本《千金要方》為

中心

景祐年間韓琦上奏要求勘定的醫書 , 其中就

包括《千金方》。宋本《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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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末附刊記：“治平三年（1066）正月二十五日

進呈訖，至四月二十六日奉聖旨鏤版施行。”12

可知其校正完成後很快進行刊刻。現藏米澤市立

博物館的宋刻本，可能是現存最早的醫書局本，

此書每半葉有界十一行，行二十三字。白口，間

有小黑口，版心題“千金方（卷數）”或“千金

要方（卷數）”，並記字數、干支、葉數、刻工

姓名。曾爲金澤文庫舊藏。江戶醫學館在日本孝

明天皇嘉永元年（1848）將此本重新影印，當時

此本被認爲就是北宋官校原本。宮下三郎先生指

出此書應是在紹興十年（1147）刊刻，宋光宗時

期（1194-1200）的補刊本 13。嚴紹盪先生認爲：“卷

中凡版心記干支之各卷，大體皆在‘丙寅’與

‘丁卯’，即宋高宗紹興十六年、十七年（1146-

1147）。此各卷之避諱缺筆，皆宋仁宗之諱。文

字寬裕，欄界闊大。此即宋紹興年間覆刊宋治平

年間之本。補刊部分版心記字數，欄界略窄，文

字稍爲緊小。此各卷中避諱至宋孝宗，當爲紹熙、

慶元間（1190-1200）補刊。”14 現藏宮內廳書陵

部的元建安刊本《千金方》，其《目錄》尾題之

前有唐草識語，其中言：“近得前宋西蜀經進官

本，不敢私秘，重加校正一新，繡梓與世共之。” 
15由此可知北宋的醫書局本在宋元曾有歷次刊印。

北宋醫書局校勘醫書原則記載於其文中：“臣

等術謝多通，職專典校，於是請內府之秘書，探

道藏之別錄，公私眾本，搜訪幾遍。得以正其訛

謬，補其遺佚。文之重復者削之，事之不倫者緝

之，編次類聚，期月功至。綱領雖有所立，文義

猶或疑阻，是用端本以正末，如《素問》、《九

墟》、《靈樞》、《甲乙》、《太素》、《巢源》、

諸家《本草》，前古《脈書》，《金匱》、《玉函》，

《肘後備急》，謝士秦《刪繁方》，劉涓子《鬼

遺論》之類。事關所出，無不研核，尚有所闕，

而又泝流以討源，如《五鑒經》，《千金翼》，

《崔氏纂要》，《延年秘錄》，《正元廣利》，

《外台秘要》，《兵部手集》，《夢得傳信》之

類。凡所派別，無不考理，互相質正，反復稽三，

然後遺文疑義，煥然悉明。”16 按照曾鳳根據《備

急千金要方》與《新雕孫真人千金方》、《真本

千金方》以及《外台秘要》、《醫心方》引文的

對比研究，校正時調整了卷次、卷題、篇次、篇

題、方論順序、方劑順序、藥味順序、主治的敘

表一　《千金方》諸版本卷一篇次篇題比較

宋醫書局本《備急千金要方》 《新雕孫真人千金方》 《真本千金方》 《道藏》本

序例　　　　 序 序

大醫習業第一 習業第一 大醫習業第一 論大醫習業第一

大醫精誠第二 精誠第二 大醫精誠第二 論大醫精誠第二

治病略例第三 理病第三 治病略例第三 論治病略例第三

診候第四 診候第四 診候第四 論診候第四

處方第五 處方第五 處方第五 論處方第五

用藥第六 用藥第六 用藥第六 論用藥第六

合和第七 合和法第七 合和法第七 論合和第七

服餌第八 服餌法第八 服餌法第八 論服餌第八

藥藏第九 論藥藏第九



72 在寫本與印本之間的方書—宋代《千金方》的書籍史

述方式、藥量、用藥單位，還增補了大量內容，

但很少妄刪 17（例證見表一）。這種以較爲嚴整

的體例來整理方書，可能並不是僅僅針對《千金

方》，對《外臺秘要》等書也是如此，此舉試圖

以嚴整的形態突出方書的“書的特徵”， 使之區

別於中古方書爲方論匯抄的存在形態。

但這種整理的取向能否改變當時醫學知識的

整體面貌呢？試圖討論校正醫書局勘定的《千金

方》等唐代方書所造成的知識變化和影響，需先

考察其所獲得的流通範圍和閲讀群體。要回答這

個問題，可先嘗試將其與宋代政府編纂並頒下的

方書（太平聖惠方）對比？在宋代官方編纂下頒

的《聖惠方》等醫方書中實際已經包括了《千金

方》中相關的藥方 18。如果内容有所重復，兩者

是否在功能上有所區別？其在向地方流布的途徑

是否有所不同？在頒佈《太平聖惠方》的詔令中

稱：“《聖惠方》並目錄共一百一卷，應道州府

各賜二本，仍本州選醫術優長、治疾有效者一人，

給牒補充醫博士，令專掌之。吏民願傳寫者並

聽。”19 可見此類醫方的印刷和下頒是以重建地

方醫政爲目的。但校正醫書局校定醫學書籍的背

景已與《太平聖惠方》略有差異，宋仁宗朝開始

重興醫學的努力，強調講授醫學經典的價值，勘

定《千金方》的目的，在林億等人的序言中稱：“書

雖是舊，用之惟新，可以濟函靈，俾乃聖好生之

治；可以傳不朽，副上主廣愛之心。非徒爲太平

之文致，可佐皇極之錫福。校讎既成，繕寫伊始，

恭以上進，庶備親覽。”20 因此刊刻《千金方》

的意義在於定正本之後建立權威性知識的意義。

刊刻之後對其進一步傳遞和使用的期待也與之前

《聖惠方》有所差異，通過習醫之人獲得恰當的

知識，進而提供給地方的民衆以醫療服務，而不

是期待民衆自身傳寫醫療知識。

這種期待要得以實現，首先還是需要依靠宋

代政府所擁有的知識傳遞渠道，即地方醫政和醫

學教育。仁宗朝及其之後任地方官員的士人都看

重醫學書籍在地方行政中的作用。只是在他們的

醫政實踐中，可能對書籍使用者並沒有明顯的差

異。在《聖惠選方序》記載此書的由來，是蔡襄

在福建爲地方官時，發現頒給各州郡的《太平聖

惠方》，“州郡承之，大率嚴管鑰謹曝涼而已，

吏民莫得其利焉”，其郡人何希彭從《太平聖惠

方》選方編爲《聖惠選方》（1064），蔡襄“因

取其本，謄載於版，列牙（衙）門之左右。”21

明隆慶六年（1572）王守中的《刻千金寶要序》

記此書由來：“《千金寶要》者，宋徽猷閣直學

士郭思，按唐孫真人先生所集《千金方》中纂要

者也。宣和六年（1124），思刻石於華州公署。”22 

此郭思即宋代畫家郭熙之子，《建炎以來系年要

錄》卷三八記：“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

福宮郭思致仕，思，河陽人，父熙爲翰林院待詔

以畫山水名。思，登進士第，中歷帥三路，至是

渡江而卒。”23《宣和畫譜》記：“（郭）熙雖以

畫自業，然能教其子思以儒學起家，今爲中奉大

夫管勾成都府蘭、湟、秦、鳳等州茶事，兼提舉

陝西等買馬監牧公事，亦深於論畫，但不能以此

自名。”24 其刻石華州很可能就是提舉陝西等買

馬監牧公事期間，由於郭思對《千金方》進行了

編纂 25，因此無法知道《千金寶要》的內容是否

來自宋醫書局的《備急千金要方》（可見表二中

的文字對比）。

這意味著作爲地方官員的士人在醫療行政中

都不一定會選擇中央政府刊刻和下頒的醫學書

籍，這取決於中央的醫書資源是否易得，以及所

在地方提供的醫療資源。當然其中對醫學知識有

興趣者，會將自身閲讀的醫書變成一種地方醫政

的資源。於是，個人的閲讀興趣與地方醫政被聯

係起來。個人的閲讀興趣顯然會受到官方醫書刊

刻的影響，我們可以發現任地方官者閲讀或在自

己的著作中引用校正醫書局本《千金方》，比如

劉昉在編撰《幼幼新書》時抄錄《千金方》很可

能是來自校正醫書局本 26。但並不代表他們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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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校正文本的權威性，“知進賢縣” 程迥在《醫

經正本書》中批評校正醫書局本《千金方》對度

量的處理有誤 27。

要進一步理解國家刊印和傳佈醫書對閲讀群

體影響的範圍和限度，還可以《千金方》兩方與

小字本爲例。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曾節錄明

仿宋本的《脈經》前的宋代公牒：“國子監准監關，

准尚書禮部符，准紹聖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敕，中

書省尚書省送到禮部狀。據國子監狀，據翰林醫

學本監三學看治任仲言狀，伏睹本先准朝旨，開

雕小字《聖惠方》等共五部出賣。並每節鎮各十

部，餘州各五部，本處出賣。今有《千金翼方》、

《金匱要略方》、王氏《脈經》、《補注本草》、

《圖經本草》等五件醫書，日用而不可缺，本監

雖見出賣，皆是大字，醫人往往無錢請買，兼外

州軍猶不可得。欲乞開小字，重行校對出賣，及

降外州軍施行。本部看樣，欲依國子監申請事理

施行，伏候指揮。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依鈔如

右，牒刊奉行。”28 可知宋醫書局曾針對醫人刊

刻重要醫書的小字本，但其中僅有《千金翼方》，

未見《備急千金要方》。郭秀梅等先生指出：“在

林億等校勘出版《千金翼》之後，倍受重視，大

有取代《千金方》之勢。也正是由於這種原因，

反而增大了《千金方》的珍貴程度，如前所述，

非一般士人所能閱覽的。”29 但是刊刻《千金翼》

的原因，更可能是在徽宗朝整合醫學教育與經典

之後，《千金翼方》成爲瘍科的兼習之書，並成

爲考試的内容。

但這是否意味著《千金翼方》之後流行更廣？

不得而知，但是獨重《千金翼方》的情況卻也並

不與當時的閲讀風氣相符。葉夢得《避暑錄話》

卷上記蔡州道士楊大均，能默誦《素問》、《本

草》及兩部《千金方》，“四書不遺一字”30。沈

括《夢溪筆談•補筆談》卷三言：“孫思邈《千金

方》‘人參湯’言，須用流水煮，止水則不驗。”31 

此方見《備急千金要方》卷一二：“千里流水湯

治虛煩不得眠方：半夏、麥門冬、茯苓、酸棗仁、

甘草、桂心、黃芩、遠志、萆薢、人參、生薑、

秫米。上十二味口父咀，以千里流水一斛煮米，

令蟹目沸，揚之萬過，澄清取一鬥煮藥，取二升

半，分三服。”32 沈括所讀應爲宋醫書局本的《千

金要方》。馬永卿《嫩真子》卷五講其讀《晉史》

載裴秀服寒食散飲熱酒，求問名醫，初不信，“後

讀《千金方》第二十五卷‘解五石毒’，一切冷

食唯酒須令溫，然則《裴秀傳》所謂當飲熱酒，

亦非。”33 其所讀應是《千金要方》，但“解五

石毒”在卷二十四。另外也有讀《千金翼方》的

例證，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言《千金方》中

有記載寒食散之數方 34，兩《千金方》中對待五

石散的不同態度，是醫史上重要的公案，王奎克

先生對此曾有一解釋：“即侯氏黑散和紫石寒食

散本來都有礜石，而在前一方中被改爲礬石，後

一方中被改爲石硫磺了。是誰改的呢？看來很可

能就是孫思邈本人，當然也可能是孫氏以前的人，

也未可定。總之，正因爲有‘大大猛毒’的礜石

已被改掉，他才心安理得地把這些‘古方’收入

表二�　《千金寶要》與《備急千金要方》、《新雕孫真人千金方》的文字對比

宋醫書局本《備急千金要方》 《新雕孫真人千金方》 《千金寶要》

治女子漏下，積年不斷困篤方，

取鵲重巢柴燒灰作末。服方寸

匕，日三服，三十日愈，甚良。

重巢者，鵲去年在巢中產，今年

又在上作重巢產者是也。

療女人漏下，積年不斷困篤方：

取鵲巢，柴燒作灰，飲服方寸

匕，日三服，三十日治癒。鵲去

年作巢產，今年又在上作重巢產

者是也。

漏下，積年困篤者，取鵲重巢，

燒灰，末之，服方寸匕，日三

服，三十日愈，重巢者，連二年

鵲產其上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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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卷，陳所見者爲《千金備急方》三十卷本。

其前‘類例’數條，林億等新纂。則知抄本即從

宋閣本出，已是經後人增損，原書故與宋刻原本

多所不同也。二本非特文義增減，即藥名分兩法

制，殊有不合前人之方。”37 黃丕烈已將所得的

《千金方》刻本看作是與宋醫書局刻本不同的“原

書”，其實區別於《備急千金要方》的其他早期

傳本，是否都更接近孫思邈書的“原貌”是很難

確定的。黃丕烈的思維邏輯建立在當時整體的學

術認識之上，正如田曉菲先生指出的，這是一種

在“求古”與“求真”之間產生的幻覺：“‘求

古’和‘求真’意味著早期刻本（也就是說宋代

版本）或者早期抄本總是比後來的更好，因爲黃

丕烈看來，它們能夠更好地反映一部書籍的‘原

始面貌’，從而顯示古代作者的‘精神’。黃丕

烈校勘的原則的優點在於他校對時非常謹慎，總

是記錄下來所有的異文，但是，這種思想的缺點

也很明顯，因爲拒絕承認手抄本文化中文本的流

動性和不穩定性，加強了這樣的幻覺：儘管在文

本流傳過程中存在著重大的問題，我們還是可以

完美地恢復古人的面貌與精神。”38 其他的早期

抄本與寫本也只是在這個遠離了孫思邈時代流傳

的文本之一，但《孫真人千金方》卻逐漸被看作

是更接近孫思邈“真意”的“原本”。

黃丕烈將卷六至一〇，卷一六至卷一九改配

以元版，卷二〇改補以明版，其嘉慶二十二年的

手識文記：“余既收得宋刻殘本《千金方》，久

藏篋衍，未暇裝潢也。及後收得元刻全本，知從

宋閣本出。而錢述古之久抄以爲出自宋閣本者，

據此也。前云此配明本，所見未的。後又收得

明翻元刻，宋本缺卷，尚可爲狗尾之續。因合裝

之。”39 書上有“袁廷檮借觀印”，應是從黃丕

烈處借看。另有“汪士鐘藏”、“平陽汪氏藏書

印”，應是于黃丕烈處散出之後，歸於汪士鐘（與

宋本《忘憂清樂集》情況一樣）。19 世紀末爲陸

心源收藏，陸心源在其《儀顧堂題跋》卷七中進

他的書中。”35 景蜀惠與蕭榮兩位先生最近又有

進一步的討論 36。從葉夢得的說法來看，他可能

只讀過《千金翼方》，而未曾見過《千金要方》，

因此未能注意到兩部《千金方》中對寒食散態度

的差異。士人閲讀千金兩方的情況多樣，也就是

說，並非所有士人都能獲得官刻本，或者說，士

人的閲讀選擇並非一定與書籍是否有官刻本相

關。

這節試圖展示官方刊刻醫書及其代表的知識

取向與書籍的使用者 / 閲讀者的選擇和閲讀興趣

之間的隔閡和差異。官刻本有其傳遞的途徑以及

這種途徑代表的傾向性，這種途徑並非只是傳遞，

也意味著控制。我們很難確定在此途徑之外，其

對閲讀者會造成怎樣的影響。就閲讀者和書籍的

使用者自身的選擇而言，在於其所能獲得資源與

知識興趣之間的拉扯。也就意味著，我們需要反

思官刻本所代表的文化姿態的邊界在哪裏。下節

討論“民間刻本”《千金方》所代表的醫學知識

的傳遞會進一步展開對此的論述。

三、穿越政治邊界的坊刻本《千金方》

清嘉慶四年（1799）黃丕烈在書肆酉山堂發

現了宋刻本的《千金方》，其手識文記：“嘉慶

四年二月十九日，至昭明巷老屋，遇書友邵鐘琳

謂余曰：‘吾兄酉山堂中有元板《千金方》，中

配明板者，曾送閱乎？’余曰：‘未也。’因到

彼閱之，適主人不在，從其火（夥）取歸。共

十四冊，內配第六至第十，第十六至第十九，仍

缺第二十卷。其餘皆宋刻宋印，非元版也。越日，

遣人問其價，需錢二兩四錢。遂如值與之。”此

酉山堂即苕溪邵氏酉山堂，曾刻有《古今說海》、

《青樓集》等書。黃丕烈根據其與宋醫書局本的

抄本對比，認爲這是未經宋臣校改過的古本：“余

家舊藏錢述古抄本，云是從宋閣本出者，已自侈

爲善本。今得宋刻勘之，鮮有一處符合者。初不

解其故，後檢《通考》，知晁所見者爲《千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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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強調了此本更接近唐本的看法：“校以日本

覆治平本，不但編次先後迥然不同，即字句方藥，

幾於篇鮮同章，章尠同句。惟與治平本校勘記所

稱唐本多合，洵爲孫真人之真本，非林憶既校以

後刊本可同日而語。”40 其中更強調了此刊本作

爲“原本”與“真本”，其價值超越所有校正以

後的刊本。1907 年爲日本岩崎彌之助財團購得，

存於東京靜嘉堂文庫。

讓我們重新回到《孫真人千金方》書的本

身。此本每本葉有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間或

二十五、二十六字。注文小字雙行。白口，雙黑

魚尾，左右雙邊。首行題曰：“新雕孫真人千金

方”。版心或題“千金方幾”，或題“千金幾”。

不記字數，也無刊工姓名。前引黃丕烈、陸心源

均以爲此本爲北宋本，馬繼興先生曾根據黃丕烈

在《蕘圃藏書題識》的一句注文，即此書遇敦字

有闕筆，避宋光宗嫌名，認爲此書應是南宋初版

刻 41。蘇禮則認爲，新雕本之刊刻應在林校之前，

至少在同時，而不會在林校本成書之後，從其書

名推測，其祖本可能是唐代晚期至宋初間收入道

藏的《千金方》寫本 42。小曾戶洋先生根據避諱

字與俗字的情況，認爲可能是南宋紹熙年間以後

的坊刻本 43。後來馬繼興又推翻原有意見，認爲

其刊刻年代至少在北宋建國初年到《備急千金要

方》正式刊行之間（960-1066）44。曾鳳則認爲

應該是北宋英宗之前的坊刻本，很可能是刊行醫

書局本之前流行的本子 45。實際現在爭論的焦點

在於是否有避“敦”字諱，小曾戶洋指出卷二九

第九葉正第七行的“敦”字缺筆，但曾鳳也指出

“敦”字有八例未見全部避諱。此本字體風格似

乎更接近顏體。或者此本大部分是北宋初年刻本，

部分爲南宋紹熙以後補刻。

但此本所根據的底本可能只是流傳在宋代的

諸種與宋醫書局本不同的傳本之一。牟巘的《牟

氏陵陽集》中收錄了其爲費茂卿所寫的《方書

序》：“方術，猶云一方之道也。五方殊分，風

氣攸限，道則一而已。醫之爲道，藥雖出於其手，

而方多傳于古人。故修方之家，采之欲博，擇之

欲精，而其用之人欲有活法。蓋醫者意也，所以

通殊途而會一理也。世率謂孫思邈得龍宮玉函禁

方，其事甚怪，及現《千金方》論治積聚爲虛，

則取之《雷公藥治》，傷寒則取之仲景、華佗，

風眩則取之徐嗣伯，蒸汗則取之張苗、陳廩丘，

莫不自有所本焉。況當區宇混一，如江右晉時醫

師所述支用存、范祖耀等腳氣八十余條，晉宋時

蘇氏所習小兒諸方，皆前所未見。則又取其經驗

者用之，它如《崔文行度療散》、《西州續命》

之類，亦所不廢其博采而精擇如此。非胸中有活

法，酌古今通南北，孰能會於一乎。吳興費茂卿，

世醫也。予稔知四十年矣，兼明諸科，博習諸經，

而周知南北之俗，安分知足志在濟人。謁方求藥

者日踵其門，悉意調䕶多所全活。暇日博采古今

明方類爲若干門條，分臚列無微不載，往往其平

日以活法用之而有明效者，蓋非一朝夕之力也。

得古《千金方》爲多，茂卿不以自私，將板行於

世，使傳之者亦能用之以活。”46 費茂卿能輯錄

古《千金方》之條文于自己的方書中，可知當地

應有區別於“現《千金方》”（可能是指醫書局

本）的抄本流傳，而這種古今的區分實際說明刊

本出現之後的一種價值取向，刊本中所不能見到

的內容即是遺失的古代知識，會體現古代作者的

“真正”意思。趙彥衛《雲麓漫抄》考證屠蘇時，

亦引《千金方》言：“廜蘇之名，不知何義？”47

郭秀梅等言：“關於屠蘇酒的記載，見《千金方》

卷九避溫第二，現傳本已無‘屠蘇之名不知何義’

語。”48 但此說亦不見於《新雕孫真人千金方》。

因此《新雕孫真人千金方》所依據的應僅是這些

在宋代流傳的《千金方》傳抄本中的一部分，不

過其在刊刻之後，流傳與被保存的能力則大大增

加了。《新雕孫真人千金方》的傳播史還可以從

出土文獻來加以考察。

1908 年俄國科茲洛夫（B. K. Kozlov）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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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黑水城遺址發掘到了大量寫本和印本。其中

有六葉《千金方》殘葉（TK166）。斯坦因第三

次中亞考察也在黑水城發現了印本《千金方》

的 殘 葉（KK. Ⅱ . 0285[b]. iv. m<OR 8212/73 M. 

478>），馬伯樂（H. Maspero）在《斯坦因在中

亞第三次探險所獲漢文文書》中編號爲 No.478。

李繼昌先生在 1988 年曾根據孟列夫的提要對其加

以介紹，並將其與宋醫書局本對比，認爲其梗概

並無太大出入，應是 11 世紀至 13 世紀之間的坊

刻本，或者是西夏人根據林憶校正之前的宋刻本

爲藍本所刻 49。小曾戶洋認爲它排列與《新雕孫

真人千金方》比較接近，應是南宋末元初（即 13

世紀中後期的版本）50。馬繼興先生則認爲俄藏本

與英藏本應屬同一刊本，即遼本，時間在 11 世紀

至 12 世紀初 51。筆者對比篇次、篇題與方論、方

劑順序（見表三、表四），認爲確實與《新雕孫

真人千金方》比較接近，但其數目字並不用大寫，

與英藏本不同。

表三　《千金方》卷一四篇次、篇題的對比

宋醫書局本《備急千金要方》 《新雕孫真人千金方》 俄藏黑水城出土印本 《道藏》本

卷第十四（小腸腑） 孫真人千金方卷第十四 孫真人千金方卷第十四
卷之四十三小腸腑（凡七類

至四十五卷止）

小腸腑脈論第一 小腸腑脈論第一 小腸腑脈論第一 小腸腑脈論第一

小腸虛實第二 小腸府虛實第二 小腸虛實第二 小腸虛實第二

舌論第三 舌論第三 舌論第三 舌論第三

風眩第四 風眩方第四 風眩方第四 風眩第四（徐嗣伯方）

風癲第五（狂邪針灸圖訣附） 治瘋癲方第五 瘋癲方第五 風癲第五（附狂邪針灸圖訣）

風虛驚悸第六 心風驚悸方第六 驚悸方第六 風虛驚悸第六

好忘第七 好忘方第七 好忘方第七 好忘第七

靜嘉堂本、俄藏《新雕孫真人千金方》對比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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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音同》正德六年（1132）跋文記載：

“今番文字者，乃爲祖帝朝搜尋。爲欲使繁榮，

遂設刻字司。”52 西夏有官方刻字司，另也有坊

刻本。白濱先生曾指出西夏版刻的特點：“版心

一般在長 15 釐米至 23 釐米，寬 10 釐米至 15 釐

米之間。版刻多白口，四周單邊，或雙邊；或上

下單邊，左右雙邊。版心中縫有魚尾，也有無魚

尾的。上方刻書名，下方刻頁碼。單葉6-9行不等，

有的用單線分行。版面上還常在字行空隙處雕置

梅花、菱花、星花等幾何飾物。但從雕版技術上

看都比較粗糙，不規整。”53 此印本從書體與版

式等方面，都不類西夏國內的版刻，此版刻字體

更近顏體。如果將其與靜嘉堂本比較，可見其版

式和字體都相當接近，即使不是宋版，也應爲覆

刻宋本。

小曾戶洋指出，此英藏印本存卷一三“胸痹”

第七中“師說”、“栝樓湯”、“胸痹方”之殘

句，其排列與靜嘉堂本同，而與宋醫書局本不同。

但其所記藥物分量均用繁體中文數位，與靜嘉堂

不同，應爲同一書的不同版本。也就是說宋本《新

雕孫真人千金方》有過翻刻本 55，可能是元初的

刊本，也可能是金刊本。馬繼興認爲是遼本 56。

無論這些推測中的哪一個成立，都可以知道《新

雕孫真人千金方》在其他的政權和朝代被翻刻，

而進一步傳播。

靜嘉堂本、英藏《孫真人千金方》對比圖�57

史金波先生曾詳細列舉黑水城文獻中保存的宋朝

和金朝出版的書籍 58，可知在西夏存有各政權刊

刻的書籍。不論俄、英藏本《千金方》各自來自

何處，但可以確定爲不同系統的刻本，也說明在

西夏國內應有來自不同刊刻系統的《孫真人千金

方》在流傳，足以說明此書的流行程度 59。吳儆

《竹洲集》卷十“邕州化外諸國土俗記”嘗記載

大理國賈人至橫山“多市《史記》、《漢書》、

《三國志》、《資治通鑒》、《本草》、王叔和《脈

訣》、《千金方》等書。”60 醫學書籍是當時各

個政權所控制的區域之間書籍流通中重要的組成

部分 61，而《千金方》則是被優先選擇的一部書。

但在政權之間的書禁，實際上阻止了官刻的《備

急千金要方》在不同政權中的流動，原來推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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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的因素反過來成爲建立邊界的力量。《新雕

孫真人千金方》很可能是以商業利益爲目的的刊

刻，此動力使其在其他政權需求下不斷跨越政治

的邊界。但這樣的刻本是否能比官刻本更爲接近

“原本”，大約也只是田曉菲所描述的“幻覺”

罷了。同時，現存的刻本類型也絕不能反映出當

時所流傳的所有文本類型，但是觀察其差異以及

造成差異的文化社會因素，可以提供一種理解文

本多樣性的途徑。

四、�日本藏《千金方》古抄本與醫書的家

傳形態

之前討論校正醫書局的諸種評價時，一個隱

含的假設，是在雕版印刷技術出現之後，印本書

籍替代了寫本。但是近來的研究有不同的看法，

戴仁（Jean-Pierre Drège）先生強調在古代中國，

印本對寫本的取代是在明朝，但他也認爲印刷術

在宋代社會的城市化和商業化中具有不可取代的

作用 62。井上進先生指出在印刷術發明之後的很

長一段時間，寫本仍然在廣泛流行，直到明代晚

期商業印刷的大量出現，才奠定了印本的優勢地

位 63。周紹明（Joseph McDermott）先生則將這

一時間推至明代中期，從而將宋代到明代中期看

作一個印本與抄本並行，印本逐漸取代寫本的時

期。但是他也強調，即使是明代商業印刷的盛行

也未能完全破裂寫本的知識傳統 64。即使《千金

方》被版刻印刷，在這個時期仍然是寫本占優勢

的時代。只是沒有此時期流傳的寫本存世，往往

誤導了研究者。但若將目光轉向域外，日本所藏

《千金方》抄本會提供進一步討論寫本時代醫書

流傳途徑的一種可能。九世紀末藤原佐世撰的《本

朝見在書目錄》，其中著錄孫思邈撰《千金方》

三十一卷，這應該是日本官府所藏《千金方》寫

本。而在官府之外，日本的醫學家族內也收藏有

《千金方》的寫本，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就收藏有

日本名醫世家和氣氏家藏《千金方》寫本，此寫

本曾一度失傳，直到天保三年（1832）才又發現

卷一，經松本幸彥影摩後題跋，丹波元堅撰序刊

行，題名爲《真本千金方》。此寫本首題“千金

方第一並序”，下隔四字署“處士孫思邈撰”。

其中的題記可以提示其傳授的歷史，現將其按照

年代抄錄如下：

建治三年（1277）十一月十三日以家傳秘本

書寫之畢（同二十六日墨點，同十二月十一

日朱點了，同十三日一校畢）。從五位上行

榷女醫博士和氣朝臣仲景。

正安三年（1301）正月五日讀畢，從五位上

行隼人正兼榷女醫博士和氣朝臣弘景。……

以家說授弘景畢，大膳榷大夫。

延慶二年（1309）八月七日讀畢，以秘說授

音成畢。

正和四年（1315）四月十九日以家傳秘本於

室町宿所寫之畢（同五月五日墨點幹，同八

日朱點了）。正五位下行典藥榷助和氣朝臣

嗣成。

正和五年（1316）正月十一日以家傳秘說授

典藥助嗣成畢。

觀應三年（1352）八月七日以家傳秘說授榷

女醫博士爲成（於是十歲）畢。

另外其中還有“建武五年（1328）正月十一日”、

“觀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亨德二年（1455）

五月十九日”、“康正二年（1456）六月十七日”、

“永正元年（1504）仲冬二十日”、“天正三年

（1575）三月二日（和末葉明雅）”等題記。

這些題記不只展示了此寫本傳抄的歷史，同

時也爲瞭解醫學家族內的知識傳授提供了珍貴的

資料，會傳授給家庭男性成員的“家傳秘說”，

這些知識是通過家內秘傳的醫書抄本來體現的，

似乎在傳授給下一代之前，需要進行重新抄寫與

校點的工作，這種知識家傳帶有“授書”的色彩，

然後進行“讀”，即誦讀與講疏文義的工作。李

建民先生曾指出：“上言醫學傳授的幾個程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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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書、誦讀、理解及驗證；醫學固然以經驗爲主，

實作體驗尤不可少，但典籍本身也是醫術經驗的

呈現，而誦讀古人的文本心法則是習醫的必經過

程。……典籍在此有着‘社群规范性的功能’

（communally regulative function）。也就是說，

醫學文本具有建立師徒系譜、區別我群與他群的

作用。”65 寫本傳授在家傳醫學區別我群與他群

的意義上，也具有重要作用。印刷技術出現之後，

並不是寫本立即就被印本取代，黃休復《茅亭客

話》卷一〇所記的宋代傭書人杜鼎，往往被論者

引用證明宋代寫本流傳的情況，他所抄寫的書中

就包括《千金方》66。在這個寫本和印本並行的時

代，寫本和印本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下可以互相轉

化。但在印本書出現之後，抄寫可能呈現出的一

種文化姿態，就是與秘傳更緊密地結合起來。

醫學家傳並不是日本獨有的現象，那麼日本

醫學家族內《千金方》傳遞的情況，不僅能作爲

推測唐宋時期《千金方》在醫學家族內傳遞的一

個旁證。同時這件《千金方》抄本在家族內部

閲讀和傳遞時，雕版印刷技術已逐漸在日本發展

67，但並非意味著知識更爲開放的傳遞。相反，印

刷很可能觸發了一種更爲強調自身知識來源和身

份獨特性的秘傳方式，這種秘傳方式以一種授受

抄本的授書儀式展現出來。

五、餘論：印刷、國家和書籍的世界

在文章一開頭曾指出，無論是校正醫書局的

讚賞者還是批評者，都存在一個基本的假設，即

一本醫書的世界，在經過校正醫書局校勘和刊布

之後，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對這種

影響力的估量都來自於對印刷技術和國家力量的

“想象”。

正如前文所說，我們開始反思宋代印刷帶來

了怎樣的變化，而非簡單假設印刷和國家力量的

結合帶來了“革命性”的結果。知識流傳乃至知

識本身的變化都與印刷技術的變化緊密地結合起

來，但無論知識的歷史，還是印刷術的歷史都沒

辦法獨立于當時的文化與社會，而被單獨地敘述。

但當更多的文化社會因素被納入到印刷術與知識

的歷史敘述中來時，原有知識文本傳播的假設也

需要被重新省視。前文已經指出，近來的研究強

調宋代雖然雕版印刷技術發展，但仍然是寫本印

本並存的時代，寫本甚至可能更有優勢。研究宋

代書史的學者回應這樣的論斷 68，提出“第一次

雕版印刷革命”的說法，試圖廓清此時期印刷技

術造成的影響和變革。賈晉珠（Lucia Chia）和

Susan Cherniack 都強調這時期的印本對精英閱讀

群體產生的影響 69。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則

強調印刷技術在邸報中的運用，說明這個時期印

刷的影響在於在官僚系統中傳遞資訊，從而重塑

了宋代的政治圖景 70。艾媞婕（TJ Hinrichs）將北

宋下頒的醫書看作一種國家治理的途徑 71。雖然

我們依然強調印刷術對社會文化諸層面的影響，

但這些研究已經爲印刷技術所造成的影響提供了

種種限定和反思，同時重新把一些關鍵性的因素

放到討論的核心，比如國家、精英。但也正如艾

朗諾（Ronald Egan）先生所說，我們尚無法回答

這樣一個問題，即印本如何改變了這個時代的文

本以及閲讀、書寫和學習的方式 72。

於是我們要再思考：在這個印本並不能完全

取代寫本的文化時期，它與寫本各自在知識傳播

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它們之間的區別在這個時期

的文化中有怎樣的象徵意義？印本與寫本之間的

區別重新賦予了宋明之間每一種書籍不同的“面

相”以及研究的空間。更大的困難是，我們如何

通過現有保存的下來的印本們，去想象這些書籍

在一個抄本和印本並存時代的存在形態，特別是

當我們遭遇到一個基本的困境：幾乎所有的同時

代抄本和相當部分的印本都沒有保存下來。對醫

學史而言，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爲在宋代醫學

變化的敍述中，醫學書籍的官方刊刻扮演著一個

重要的中介位置，它連接其了北宋前期宮廷對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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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重視與之後的士人習醫風氣，也被認爲是推

動醫學知識群體身份變化的動力之一。隨之而來

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在一種更爲複雜的敍述中重

新思考校正醫書局及其刊印書籍的意義。《千金

方》的例證顯然不能提供所有的答案，但其中也

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綫索。

宋代對前代醫書的校勘，帶來了複雜的變化。

“儒臣”話語憑藉國家力量的介入更給這種變化

賦予多重的意義。因此刊刻的“固定性”在這裡

凸現出來，它保證了對這種新著作權威的彰顯，

但流動性也許並不是其優先的考慮。印本和抄本

在這個時代並存，並相互轉化，兩者的對立並非

是一種實際的“不可共存”，而是塑造出兩種象

徵性的知識傳遞方式。前文的研究已經展示了，

面對印本的出現，抄本也不再像中古時期那樣代

表一種知識傳播更爲開放的姿態，它本身中帶有

“禁秘”與“師授”的特點重新凸現出來，成爲

一種文化上的姿態。校正醫書局印本方書的整理

形式也帶來一種文化姿態，中古以來單驗方相授

受的風氣中，方似乎是流動的主體，並不完全受

方書的限制，“整本”的體例嚴整的方書正在試

圖成爲知識傳遞的主要載體 73，甚至可以說，它

試圖影響的不僅是傳遞知識方式，也是著述和積

累知識的方式。但是，這種整理後的方書形式卻

也並不能完全阻止在醫學實踐和轉抄中，“方”

對“書”的形態的突破，只是這種突破呈現了新

的形式。比如陳言在《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中引

用《千金方》：

表四　�《備急千金要方》與《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溫胃湯”方對比

《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六 《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卷一一

溫胃湯，主胃氣不平，時脹咳，不能食方。

附子、當歸、厚樸、人參、橘皮、芍藥、甘草（各

一兩）、乾薑（五分）、蜀椒（三合）。

右九味俰咀，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三服 74。

《千金》溫胃湯

治憂思聚結，脾肺氣凝，陽不能正，大腸與胃氣

不平，脹滿沖咳，食不得下，脈虛而緊澀。

附子 ( 炮去皮臍 ) 當歸 厚朴 ( 去皮生用 ) 人參 橘
皮 白芍藥 甘草 ( 炙，各一兩） 乾薑（一兩一分） 
川椒 ( 炒出汗，去合口者，三分）

上為銼散。每服四大錢，水二盞，煎七分，去滓，

食前服。 75 

兩相對比，顯然已經不止是底本差異造成的，而

是撰著者對“方”本身的修改。但在這樣一種轉

抄和保存的過程當中，引述來源所代表的文化姿

態卻已不同。抄本時代引述方書，代表著保存的

意義，抄寫的過程中知識形態不斷在改變，不過，

知識的權威卻在於對古方的保存。在印本的時代，

抄寫者似乎已假設讀者會以原方對比，凸顯的是

知識的創造。於是，抄本和印本所造成的世界，

並非是文化姿態和實際狀況的截然兩分，而是一

種交錯的狀況。

這些文化的姿態要成爲“文化實態”，仍然

要經過漫長的歷程，在這個時代，其實現的程度

取決於多種因素。比如，國家刊刻的書籍並非只

是知識傳遞也是控制，受其下頒或控制的路徑的

影響。控制典型的例證就是書禁，由於政權之間

對立，在傳遞中所設立的種種阻礙，這是校正醫

書局影響力的“限度”。因此我們需要觀察在同

一時期內流通的不同印本意味著怎樣的文化現

象？它們對知識的傳遞起到了怎樣不同的作用？

國家刊印的醫學書籍是否就能取代了所有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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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傳統？這在很多研究宋代醫籍書志學的著作

中，已經成爲分析與討論的基礎。但在“治民”

的地方官員眼中，醫藥知識的實踐作用更被重視，

他們的使用方式也許會與中央政府刊刻不同醫籍

的意圖有所區別。將醫學書籍作爲自身閱讀興趣

範圍的士大夫，其閱讀的範圍也不限於官版的書

籍，他們也許會使用更多的文化與經濟資源去獲

得更爲少見的刊本和手抄本。相反，在官版之外

的知識傳統中，很可能是因爲其中的一種文本通

過商業利益的驅動，不斷跨越政治邊界，逐漸掩

蓋和取代了其他文本。同時通過與官本的區別，

逐漸在一個找尋“古本”和“原本”的知識歷程

中成爲最被看重的知識文本，只是，那已是另一

段書籍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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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曾提交“醫家與史家的對話－中醫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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